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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小识

1924年5月，黄埔军校
第一期学生入学。一阵“风”
从北方吹来：苏联顾问陆续
抵穗，协助建校，也带来了

“党代表制”的经验。孙中山
说“以俄为师”，黄埔军校学
而不照搬。中苏并肩，写下
友好交往的重要一页。本
期，曾庆榴先生撰文，带我
们看政治工作如何走上战
场，这些经验又如何在人民
军队中继承发展。

岭南与中原的对话，则
更悠长。唐初，新州（今广东

新兴）一位青年到今湖北黄
梅求法。五祖弘忍问：“汝是
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
佛？”他答：“人虽有南北，佛
性本无南北。”后来，惠能承
继五祖衣钵，开一代禅风。

在《全唐诗》里，“瘴”字
出现288次，多涉岭南；及至
清初，屈大均却说，岭南文化

“至有明乃照于四方”。梁凤
莲女士在本期所写，正是岭
南文化怎样在南北互鉴中焕
发新气象。

这个国庆，2026广东形
象片《风起南粤》以《南风歌》
开篇：“南风之薰兮，可以解
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
以阜吾民之财兮。”风从四方
来，也从南粤起；一方水土的
气象，就这样汇入了中国的
万里长风。

策划：温建敏
执行：潘玮倩

风动南粤
山河回响

黄埔军校与中苏交往
□ 曾庆榴

同声相应：唐宋以来岭南与中原的文化对话
□ 梁凤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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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与苏联有过一段有历史原
因的交往。苏联对黄埔军校给过大量援
助，人、财、物兼备。假如没有这种全方
位的援助，黄埔军校能不能办起来，还是
个未知数。

顾问来华

苏联人、财、物的援助，都是黄埔办
学之需要。特别是人的方面，即大批苏
联顾问、教官来华，进入黄埔军校，不但
改进、推动了黄埔军校的教学和训练，而
且促进和密切了中苏之间的交往。

据史料记载，第一批来华的苏联顾
问，在1923年9月已来到广州。这批
顾问参与了黄埔军校筹划的工作。
1924年5月，即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入
学时，在粤苏联顾问25人。1926年4
月，苏驻华南顾问团76人，其中顾问58
人，技术人员18人，多数在黄埔军校工
作。至1927年，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军
事、政治顾问和教官，共150人左右。
苏联顾问、教官不但大力推进黄埔建校
和建军，而且援助办“广东航空学校”。
在他们的提议和帮助下，在广州还创办
了一所由共产党员谭平山、杨殷主持的
“间谍工作和情报工作学校”。

这是中苏交往较为密切的时段，增
进了两国之相互了解、相互融合。特别
是，通过这种交往，黄埔军校对苏联红军
建军、治军经验，主要是在军队中建立党
代表制的经验，进行了学习和借鉴。党
代表制因而引入中国，对中国革命产生
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以俄为师”

在孙中山革命生涯中，他是重视武
装斗争的，但早期在建军、治军方面尚处
于探索之中。国共合作建立之前，孙中
山经常通过提供经费、物资及划定防地
等方式，争取各方军事力量支持革命。
有时联合一方对抗另一方，也曾争取民
间武装的支持。这种办法，当时叫“运动
军队”，亦有时势所迫的因素，终非建军、
治军之根本。孙中山革命数十年而屡遭
挫折，多与军阀叛变反噬、旧军队干政乱

政相关。至于那时的国民党干部，多是
些文人。他们就像古代的读书人，以“文
官远军”为信条，对军事极为隔膜，未谙
建军、治军之道。酝酿国共合作、筹办黄
埔军校时，孙中山反思历史教训，建军治
军的问题，应是他思虑的中心。

向军队派党代表，是苏联红军管
治军队的举措。目的是将军队置诸俄
共（布）领导之下，以党建军，以党治
军。这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起
了重大作用。1923年孙中山派团访
苏，考察苏联的军校和军队，对党代表
设置的宗旨、目的和实际运作情况，以
及党代表与军事指挥官的分工与合
作，进行了一番调研。代表团团长蒋
介石、成员沈定一等，对党代表制度都
作了肯定，认为值得效法。驻穗苏联
顾问斯他委诺夫，还作过《俄国红军党
代表制度》的讲演。孙中山从中受到
启发，并经过与鲍罗廷、加伦等人的研
讨，悟出在军校、军队中设党代表，将
军队置诸党（国民党）的管束、引领之
下，确为建军、治军之良法。孙中山说
“以俄为师”，很大程度上，是指以苏联
红军之建军、治军经验为师。

黄埔军校建校伊始，即任命廖仲恺
为党代表。军校教导团将成立时，廖仲
恺与鲍罗廷、加伦商定，将党代表制度推
广至教导团，当时即任命了16名党代
表，即12名连党代表、3名营党代表和1
名团党代表。随之，在大元帅府铁甲车
队、广州空军、广东航校、飞机工厂、各军
舰及在广州的滇军干部学校和桂军干部
学校，均设置了党代表。孙中山北上
（1924年11月）前，又颁布命令：“所有党
军及军官学校讲武堂，以廖仲恺为党代
表。”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任国民革命
军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后任第一军副
党代表。至北伐时，在北伐军各军任党
代表、副党代表的，有李富春（第二军）、
朱克靖（第三军）、廖乾五（第四军）、林伯
渠（第六军）等。苏联红军党代表制度之
移植中国，实在是黄埔建校、建军时，学
习和借鉴苏联红军经验的产物。

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所设之党代
表制，包括三层架构：一是党代表。党代
表是党向军校、军队派出的代表，掌握军

校、军队的政治方向，旨在将军校、军队
纳入党可监控、管治、引领的轨道，对军
校、军队实行党的领导。二是政治部。
此为协助党代表工作的机构，“是党代表
的参谋部”（廖仲恺语），具体从事党务、
组织、宣传等项工作，以巩固、发展、壮大
部队，对党管军校和军队起保证作用。
三是在军校和军队中建立党组织（“党

部”）。为党代表、政治部工作的开展，奠
定组织基础。党代表、政治部和党部，是
目标一致，互为依托，有分工、有合作的
以党治军的统一体。由是观之，党代表
制在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建立，并非简
单照搬照抄苏联，而是结合本校、本军的
实际，有所推进，有所创新。

政治工作

作为党代表“工作机构”和“参谋部”
的政治部，主要是共产党人主持的部
门。周恩来、熊雄等均任过军校政治部
主任。政治部的工作，主要有三项：

一是负责军校政治教育。以往旧式
之军校，并无政治部之设。共产党人在
黄埔军校开展的政治教育，是培植军人
正确的政治意识，更新思想观念，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增强军人对于国
家、民族的责任担当。为此，政治部通过
有计划、有针对性的教学安排，并采取各
种生动活泼、行之有效的形式，搞活了、
深化了政治思想教育，让“主义建校”“思
想建军”变成可行、可操作、可转化为军
事能量的举措。政治部之设，是黄埔军
校对旧式军校的超越。

二是开展军队政治工作。1924年
11月，黄埔军校组建教导团，称“校军”，
后称“党军”、国民革命军。此为黄埔建

军之起步。因军队的建立，遂有军队政
治工作的开展。1925年9月，原任黄埔
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被任命为国
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授少将军

衔），此为中国军队设立政治部的开始。
军队政治工作的对象，是部队官

兵。主要的任务，是贯彻、执行党代表之
意旨，确立、执行“以党建军”“以党治军”
的方针，并联系形势、任务和部队实际，
开展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提升官
兵政治素质，提高作战能力。军队政治
工作是对军校政治教育的大力推进，政
治教育遂走出校门，推进至军营。这不
仅是一项创新，也是中国军事史上前所
未有之举。

三是开展战时政治工作。两次东征
和北伐是战争时期。政治部的工作，遂
又从课堂、军营，推进至战区，发展为战
时政治工作。

战时政治工作是随军而行、在战区
开展的工作，不但面对本军，还要协调军
政、军民、友军关系，鼓舞振奋我军，瓦解
敌军，动员组织民众援战参战，夺取革命
战争的胜利。相对于非战时的政治教
育、政治工作而言，战时政治工作更是一
大创举。其中最具创新和开拓意义的，
是在战区和革命军占领区，开展“建党”
和“建政”工作。

两次东征期间，周恩来受命担任“国
民党东江组织主任”，在革命军所到之
处，组建国民党地方组织。这是在战时
“建党”。当时，军校政治部还兼负地方
行政工作。至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担
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在惠州、潮汕、
兴梅地区，建立革命政权，出任行政长
官。这是军事运动与政权建设互相推动
的一项新实践。周恩来是共产党人担任

地方行政首长的第一人。中共潮梅特
委，也是在东征中组建起来的。

以上，党代表制的三层架构，军校政
治教育、军队政治工作、战时政治工作的
开展，是史无前例的创举。这是党代表
制在中国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是党代
表制“中国化”的产物。东征、北伐时期
的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龙骧虎啸，所
向披靡，这与创造性地实行党代表制，密
切相关。

“党指挥枪”

然而，那位自称党代表制引进者、说
过“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的蒋介
石，本质上是一位专制军人。他的信条
是“军权至上”。他的思想深处，是根本
抵制、反对党代表制的。中山舰事件时，
蒋已放言要废除党代表制，他掌控的军
队，果然就这样做了。大革命运动失败
后，在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中，党代表
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是，这绝不是党代表制在中国的
终结。蒋抛弃了党代表制，但在中共领
导的人民军队中，这个制度的内核，即以
党建军，以党治军，一直在实践中坚持
着、不断发展、创新着。部队中一直有党
代表（政委）、政治部、党部（党委）之设；
党对军队的领导，被概括为四个字——
“党指挥枪”；政治工作被誉为“永远是我
军的生命线”。这说明，尽管苏联已经发
生了变动，尽管遭到蒋的毁弃，但在特殊
历史背景中，作为中苏跨文化交往的文
明共鉴和价值共享，党代表制有着旺盛
生命力。这些史实，值得回味。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
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古代中原文化，从空间格局来看，长
期受到匈奴及辽、金、元、清等北方势力的
军事威胁，文化融合很难向北越过长城。
向东南进入吴越，向西南进入巴蜀，向南
进入南越，就成为中原文化的必然选择。

重大的文化格局调整例如文化中
心、政治中心的位移，常常源于战争，外
部环境的变化促使了华夏四夷论的解
体。在晋室南渡之后，四夷带来的挑战
动摇了封建王权的中原中心论。到了唐
朝，一个强大的汉民族帝国建立起来，它
以海纳百川一般开放的心态融合四方文
化，使之四海一家。而从北宋开始的城
市化，使得商业繁荣、市民地位上升，从
内部开始孕育文化变革的新生力量。此
时，广州和汴梁、杭州一样成为世界级都
会。许倬云教授说：“中国历史上，不是
没有大都会，宋元时代的汴梁、杭州、广
州、泉州……都称得上是世界级都会，人
口众多，商业兴盛。”

南与北文化的地位不平等、信息不
对称，表现在一直以来岭南对于中原的
认识是精准清晰的；反过来，中原对于岭
南的认知却是模糊错误的，想象是中原
了解岭南的重要手段。因此，当人们不
得不由于战乱、贬谪而翻越南岭时，那种
因误读带来的恐慌就弥漫了唐朝。

他者与本土

其实从南朝刘宋开始，众多北方士
人就被贬或流寓岭南，例如陈朝诗人江
总流寓岭南，写有《秋日登广州城南楼
诗》，是古代文人献给广州的早期诗歌之
一。唐宋时期，岭南也称岭外、岭表，包
括今天两广、海南和云南东南部，据统
计，唐代贬谪岭南官员 568 人，宋代
470人，这千余名贬谪官员成为南岭南
北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唐宋两朝延续了之前南北文化势力
的不均衡，在传播界出现一大一小“两个
岭南”的局面。虽然此时岭南有“粤诗之
祖”张九龄、“粤词之祖”崔与之，还有余
靖、李昴英等一众本土名士持续歌颂岭
南，但始终敌不过韩愈、刘禹锡、柳宗元
等“他者”发出的声音。

此时，粤人对于家乡的歌颂集中在
两个方面，一是赞美岭南山水之美，如张
九龄诗作《与王六履震广州津亭晓望》唱
好广州“水纹天上碧，日气海边红”。二
是夸耀千年商都的富庶，南宋末年番禺
人李昴英在介绍家乡时，以自豪的口吻
写道：“吾州全盛，巨舶衔尾笼江，望之如
蜃楼屃赑……民以饶侈，使家赋额足以

周兵额而羡，故用溢而储实。”

瘴乡与吾乡

很多著名的唐朝诗人都有流放岭南
的经历，初唐被贬岭南的诗人主要有杜审
言、沈佺期、宋之问、张说等；中晚唐是诗
人南贬的高峰，有韩愈、刘禹锡、柳宗元、
李渤、李德裕等，对于遥远蛮荒的岭南，贬
谪诗人普遍有三种看法和态度。

首先是“去国”之愁，这个“国”主要指国
都，被贬的失意之一便是从此沦为“栖客”。

其次是瘴疠之乡，检索《全唐诗》，
“瘴”共出现288次，其中与岭南相关的
超过200次。贬谪诗人笔下，岭南处处
皆瘴，山、川、云、雾、烟、气是瘴云、瘴烟、
瘴气、瘴江、瘴海、瘴山。屈大均在《广东
新语》指出：“当唐、宋时，以新、春、儋、崖
诸州为瘴乡，谪居者往往至死。”

故乡是岭南的张九龄在诗里只有一
处提到瘴字，被贬岭南连州的刘禹锡对
张九龄颇有微词，说张九龄到了桂林才
拿瘴疠说事，其《读张曲江集作并引》说：
“世称张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
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及今读其文，自
内职牧始安（今桂林），有瘴疠之叹……
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
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

第三是獦獠之人，唐朝杜佑《通典》
云：“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教义。”唐
龙朔元年（661），惠能从家乡北上黄梅拜
谒五祖弘忍，弘忍以“獦獠”之语相勘，惠
能从容以对，直指“人虽有南北，佛性本
无南北”，以佛性平等的至理超越了世俗
的地域之见。

到了宋朝，流放岭南的文人恢复平
静从容的应变心态，开始试着享受岭南
生活。元丰六年（1083），被贬到广西宾
州的王巩（字定国）北归，苏轼作《定风
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席间，苏
东坡问“试问岭南应不好”，寓娘以“此心
安处是吾乡”作答，代表了宋朝南贬士大
夫的心态转化，不再是抗拒和恐惧，而是

接受和欣赏。元符三年（1100）六月，苏
轼自海南岛返回，在渡海时作《六月二十
日夜渡海》总结自己的岭南贬谪经历：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钟物与钟人

回顾唐宋六百多年南与北的对话，
文化的碰撞总外化为争论的焦点，焦点
之一便是造化对于岭南的恩赐，是不是
都给了山水，却没有关照人才，导致岭南
缺少享誉天下的英才。

即便是在唐宋，谁也不曾贬低过岭
南山水之美。峡山是清远北江一处风景
秀丽的自然景观，峡山寺也是唐宋贬谪
文人进入广州的必经之地，宋之问、沈佺
期、张说、韩愈、向敏中等曾有写峡山寺
的佳作。例如宋之问《宿清远峡山寺》
“寥寥隔尘市，何异武陵源”。到了宋朝，
诗人依旧青睐峡山寺，苏轼《峡山寺》有
“天开清远峡，地转凝碧湾”的名句。

对于人物，“他者”的态度截然不同，
评论岭南“钟物不钟人”的主要有韩愈和
柳宗元。明朝伦以谅是鬼马状元伦文叙
的儿子，他在霍韬《渭崖文集序》中提到，
“昔韩昌黎送廖道士，叹岭南瑰荦奇伟之
气不钟于人而钟于物”。明朝中期，丘濬
在为岭南先贤余靖《武溪集》所写的序中
说：“予尝怪柳子厚谓岭南山川之气，独
钟于物，不钟于人。”柳宗元的原文《送诗
人廖有方序》提到交州出产许多珍宝，然
后感慨说：“吾尝怪阳德之炳耀，独发于
纷葩瑰丽，而罕钟乎人。”其实并没有贬
低岭南人才匮乏的意思。

即便到了明朝，依旧有“钟物不钟
人”的尾音，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说：“天地
之灵秀迫于海，欲尽而乃为岭南。岭南之
东最为饶奇宏丽，有罗浮、增江之胜……
而于文词顾独寥寥寡称，何也？岂所谓灵
秀者偏有所寄于物而遂漓于人耶？”

对此偏见，岭南人自然不赞同。唐
相张文献公是岭南的骄傲，家乡人与外
乡人都不吝赞美，程度与角度却不相同，

外乡人为张九龄贴上的是“岭南”属地标
签，而家乡人却想撕下这一标签，将张九
龄放在大唐朝、大中国的高度来认识和
评价。明朝丘濬在《曲江集序》里首先摆
明了外乡人的说法：“古今说者咸曰：‘唐
相张文献公，岭南第一流人物也’。”接着
感叹“嗟乎！公之人物，岂但超出岭南而
已哉”。丘濬从“科第”“词翰”“相业”三
个方面类比了唐朝人才库，得出结论，
“由是以观，公非但超出岭南，盖江以南
第一流人物也……由是以观，公又非但
超出江南，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

对于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偏见，明朝
香山人黄佐、南海人伦以谅都有所反驳，
但是最终将岭南大旗高高举起的还是清
初的屈大均，他并没有否认岭南文化的
晚熟，而是在明朝站稳脚跟、不再后退：
“自洪武迄今，为年三百，文之盛极矣。”
具体来说，屈大均列举了“文庄（丘濬）、
文简（湛若水）、文襄（方献夫）、泰泉（黄

佐）”这批岭南大师，证明岭南文化“至有
明乃照于四方焉”。

结语

不可否认，中国文化的核心层——
社群观念、仁爱原则、王道政治、和谐世
界等价值观、世界观，那些由知识分子以
理性和思辨构筑的哲学殿堂、伦理大厦，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在黄河流域奠
基。到了唐宋两朝，中国人对世界文学
的伟大贡献唐诗、宋词也主要兴盛于黄
河流域、长江流域。

岭南的文化命运注定要与中原文化
在天长地久的对话中成长，岭南与中原
的文化关系，从古代到近代绵延数千年，
其间经历了隔绝、对话、融合等变化过
程，在中国文化大家庭中，岭南文化的力
量由弱变强，地位由边缘变核心，最终独
树一帜，引领着中国文化的前进。

[作者系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专技二级）、
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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